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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说动词后的“引语”是受事宾语吗？ 

 

 

杨 安娜 

 

提要 由言说动词介引的“引语”在以往研究中常常被视作该言说动词的受事宾语，本文将从对这个看

法的讨论出发，首先详细考察汉语引语具有哪些与典型受事宾语不同的句法特征，其次进一步从认知

语义学角度解释引语结构内部组成成分之间的存在句法依存不对称性的问题，提供一个可以将不同引

语类型（主要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作为一个“连续统”成员进行统一分析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直接引语 间接引语 受事宾语 补足语 

 

 

1. 引言 

关于汉语“言说动词”的研究无论是共时角度还是历时角度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学者们对言

说动词进行了句法、语义、语用功能方面的描写，历时研究则更多关注这类动词的语法化过程。但

无论哪种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言说动词”后接“引语”的现象，其中大多数研究都默认其中的

“言说动词”为及物动词，将其后的引语（主要讨论的是直接引语）分析为表示动作或行为施加的

对象，即受事。 

这种看法虽然看上去符合大多数人的语感，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比如郑远汉

（1983），孙也平（1982），邢福义（1993）等学者注意到直接引语有不同于一般及物动词宾语的句

法特点―即：直接引语在句中的位置非常自由，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直接引语看作谓语动词的受事宾

语，而应当视为“非语言结构范畴”―“插入语”（郑远汉 1983）或者“逻辑宾语”（邢福义 1993）。

应该说这些分析是中肯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直接引语虽然在句法上不依存于言说动词，

但言说动词却依存于直接引语，这种句法上的不对称性如何用上述结论来解释？再者，上述研究只

关注直接引语，而未涉及引语的另一个主要类型―间接引语，作为具有相同上位范畴的两个子范畴，

我们很容易想到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必定存在一个句法和语义“连续性”（既包括相似性也包括

差异性）的问题，显然“插入语”或“逻辑宾语”的看法似乎都很难兼顾到这一点。 

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句法特征作以总结和补

充，并尝试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进行正式讨论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ⅰ. 本文讨论的对象既包括像“说”这样的二价动词后接引语的情况，也包括“问”这种三价动词后 

接“与事+引语”的情况，后者中的“引语”一般被视作“直接宾语”，1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统

一使用“受事宾语”一词来统称。 

ⅱ. 引语通常被划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引语”三种（Leech 等 1981），2本文只讨论 

前两种情况。 

ⅲ. 本文采用吴剑峰（2021）对“言说动词”的定义：指称语言性动作行为的词就是言说动词。需要 

提及一点的是，言说动词的配价能力不都相同，像“聊天，吵架，拌嘴”这样的一价动词的后面

                                                      
1  即语法学界一般所说的“言说动词”充当谓语的“双宾语句”的情况，如“妈妈问你去不去上海。”其中“去不去  

上海”通常被分析为直接宾语。 
2  也有分为四类的做法，比如 Wilson（2000: 413) 中分为“直接引用”、“間接引用”、“直接+間接引用”及“自由 

間接引用”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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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能接引语成分；同时，即便是二价和三价言说动词后接的成分也并不都是引语，如“小王问

老师一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涉及言说动词“问”的话语内容，所以不是引语。这类结构

的句子不作为本文的讨论对象。3 

 

2. 对直接引语（direct quotation）的分析 

本节首先探讨以往研究中涉及最多的“言说动词+直接引语”的情况。这种传统的分析方法之 

所以被广泛接受，其根源在于“直接引语”与典型受事宾语在句法上确实具有平行性。 

 

（1）a. 老王买了一辆车。4 

b. 老王买了什么？ 

（2）a. 老王说：“我爱你。” 

b. 老王说什么了？ 

 

如上两例所示，直接引语同典型的受事宾语一样，都可以用疑问词“什么”进行提问，即都具有指

称性，所以大多数学者都接受如下成分分析： 

 

                           S 

 

                       NP                VP 

      

V        NP 

 

 

                           

老王           买了      一辆车 

老王           说       “我爱你” 

 

研究言说动词的学者大多数默认这种结构分析，即引语“我爱你”同受事宾语“一辆车”一样，都

表示动作过程的参与者，即谓语动词的一个论元，但仅凭这一点就断言汉语的直接引语是受事宾语

的话，恐怕有些武断。下面我们将具体看一下引语不同于受事宾语的地方在哪里。 

 

2.1 直接引语的句法特征 

以往研究（郑远汉 1983，邢福义 1993）对于直接引语在句中的位置比较自由，即直接引语同言 

说动词具有可分离性（separability）这一特征已有论述。 

具体来说，直接引语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标点符号同言说动词进行分离，并且在语音上言说动词

的后面可以有明显停顿。 

 

（3）老人严肃地说：“我感谢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邢福义 1993） 

（4）吃完饭，他笑着燃起一袋旱烟，说：“我是给主人家送粮食来的。”（同上） 

 

                                                      
3   如下文所提到的一些先行研究所示，很多学者没有把言说动词后接引语的情况和后接非引语的情况区分开来，都  

作为谓语动词的受事宾语来处理。 
4  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例句均为笔者所作，引自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的例句均注为 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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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及物动词和后面的受事宾语是很难有语音停顿的。5 

 

（5）??老王买了，一辆车。 

  

另外，以往研究也注意到直接引语除了像例（3）（4）那样出现在谓语动词后以外，还可以出现在谓

语动词之前，如下例（6）；还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的两侧，如例（7）6。 

 

（6）“少了。”沈展平斩钉截铁地说。（BCC） 

（7）“你―”叔公指着他的鼻子说，“到底想干什么？”（邢福义 1993）  

 

相比之下，受事如果想要进行类似的句法位置的移位就没那么自由。 

 

（8）*一辆车和几件家具他买了。7 

（9）*一辆车，他买了，和几件家具。 

    

    我们接下来再补充几个以往研究中没有提及的特征。 

首先，直接引语的受影性（affectedness）程度很低，其显著表现为直接引语句式不能（或很难）

转换为被动句或“把”字句。8 

 

（10）那辆车被他买了。 

（11）他把那辆车买了。 

（12）*“少了。”被沈展平斩钉截铁地说。 

（13）*沈展斩钉截铁地把“少了。”说了。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被动句和“把”字句作为一个独立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动作行为的结果导致

对象发生或即将发生某种状态变化，即具有强受影性（木村 1992，2008，张伯江 2001，杉村 2004

等）。Dowty（1991）指出原型受事则包含变化性，渐成性，受动性，静态性和附庸性五个主要特征，

典型的受事宾语是较多具备上述特征的（见陈平 1994，张伯江 2000 等论述）。但我们看到，直接引

语跟言说动词具有分离性，即［-附庸］；直接引语受言说动词的影响很小，因为“说某事是真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使其成为真的（Monro1982），所以它是［-渐成］或［-变化］；没有被动态，

所以是［-受动］的；最后静态性在讨论引语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可见，直接引语虽然由言

                                                      
5   朱德熙（1982：110）中也认为“述语和宾语意义上和结构上的联系很紧密，当中没有停顿。”直接引语显然并不

符合这个特点。 
6   这一测试结果也可以说是言说动词的句法位置比较自由。 
7   当然，由于现代汉语是话题优先型语言（Li& Thompson1976, 徐烈炯&刘丹青 1998/2007），受此影响，汉语相对

于英语等印欧语言其受事更容易充任话题，但这不意味着受事跟直接引语在句法上一样自由。只有当受事满足[+有 

定]或[+类指]语义，且句子的语用功能通常表达说明（刘顺 2013）的时候，才可以位于动词之前充当话题成分,而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直接引语在做主题时不受这种语义语用因素影响。 
8   当然，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引语似乎也可以成为被动句的主语： 

① “我爱你”这句话被他说了好多遍了。 

② “我爱你”这句话被说得没什么内涵了。 

在上述两例中，直接引语看上去都充当了被动句的主语，但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出与普通引语句的不同，首先谓语动 

词“说”在语义上更接近于“使用”，而非“传达（信息）”；其次这些句子的成立需要其他成分的介入，在这里是补

语（数量补语“好多遍”和样态补语“（得）没什么内涵”）以及“这句话”这个回指结构。所以这些句子很难看作

是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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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动词介引，但与典型受事具有很大差别：直接引语并不是言说动词谓语的一个论元。 

事实上，言说动词本身就和一般表示动作行为的及物动词不同，其后能接的唯一一种名词性宾

语是同义宾语，即话语、想法；而及物动词后面可以接多种受事宾语,并且受事宾语明显受到行为过

程的影响。 

 

（14）??老王说了一个想法，一些事，几句话。 

（15）老王买了一斤韭菜、一捆大葱和几个西红柿。 

 

上例（14）中的言说动词“说”后的名词性宾语“想法、事、话”因为在语义上具有重叠性，所以

语用上是不自然的，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例（15）中的谓语动词“买”的受事宾语“韭菜、大葱、

西红柿”因为不存在语义重叠，所以可以成立，并且我们也能看出例（15）的受事宾语受到动作

“买”的影响－即发生位移变化。 

此外，我们还找到了大量的虽然具有［+言说］义，但不具有及物性的动词（动词短语）介引直

接引语例子,如： 

 

（16）不料，过了 5 分钟，突然掌声响了，戏台下还有人哭，有人喊口号：“打倒蒋介石！”。 

（BCC） 

（17）临走时，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老夫的性命不保，你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BCC） 

（18）医生抢救了几下就说准备后事吧，女人立刻瘫软了下来，叫嚷着“他还小呢”。（BCC） 

（19）“万……万一我……我不识字呢？”“啊，那你就完蛋了。”他也窃声呢喃。“不行，这项

任务对我太不公平了！”宝儿惊吼。（BCC） 

 

以及［-言说］义的动词短语介引直接引语的例子，如下： 

 

（20）“车子转去看看不要紧嘛！”陈政委坚持。（BCC） 

（21）“瘸子，”我冲瘸子点头。“咱们这辈子还见呢。”“不见了，”瘸子冲我摆着手。（BCC） 

（22）他摇摇晃晃地转过身，朝着黑的路指了指。“你往那儿走，见第一个——第一个路口就往左

拐，在那边，过一个店铺——。”（BCC） 

 

    如果我们执意认为直接引语是言说动词的受事宾语，其前的言说动词是及物动词的话，那么我

们就要面临如何解释例（16）-（19）中“喊口号”、“丢下一句话”、“叫嚷着”、“呢喃”等言说动词

或短语的不及物性，以及（20）-（22）这样甚至是［-言说］义的动词的例子。或许会有人认为这

些例子中省略了言说动词（“说”或“讲”），但正如朱德熙先生（1982：220-221）所指出的那样，

所谓省略指的是结构上必不可少的成分在一定的语法条件下没有出现的现象，而介引直接引语的言

说动词在句法结构上并不是必须的，如： 

 

（23）a. *老王说。 

b.
 *大家都说。 

    c. “我爱你。” 

d. “我们都爱吃你包的饺子。” 

 

上例直接引语 c 和 d 可以在无言说动词等的情况下独立成句，而 a 和 b 这样只有言说动词却没有引语

的句子却不成立，这说明言说动词在句法上并不是必须的（具体分析详见 2.3 节），所以“省略说”

是很牵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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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直接引语有着与受事宾语不同的句法特征，把二者等同的做法是

有问题的。实际上，把直接引语默认为言说动词宾语的做法不仅仅是汉语语法学界存在的问题，这

种看法曾经在英语语法学界一度也成为主流，如 Noonan（1985），Clark & Gerrig（1990）等，9但

随着引语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如 Partee（1973），Munro（1982），Güldemann

（2001，2008），Vandelanotte（2009a，2009b，2012）等。其中 Munro（1982）将引语的及物性问

题转移到跨语言的框架中，基于大量基因无关的语言的调查，证明言说动词往往不是完全及物的。

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 Munro（1982）中的分析。 

   

2.2 来自跨语言研究的旁证 

Munro (1982) 对 40 种语言中的直接引语进行了调查，从类型学角度概括出 9 条不同于受事宾

语的倾向（例句（24）-（27）均引自 Munro 1982）。 

（ⅰ）引语通常缺乏形态标记： 

Munro 所研究的每种语言都允许言说动词10后的引语完全不加标记，如英语的例子： 

 

（24）a. He said （*that） “I’m going.” 

b.  He said （that） I’m going. 

 

Munro 文中还提到了契卡索语（Chickasaw）的情况，在该语言中，宾语标记为-ā，但不能用在引语

句的后面。我们联想到日语也存在类似现象：宾语标记“を”一般也不能用来标记引语。 

 

（ⅱ）言说动词对宾语有一定限制 

有一些语言允许言说动词后带引语，但不允许带代词宾语，如“it”或具有“词语，话语，想 

法”等语义的宾语，例如，英语在有间接宾语的情况下会使用不同的动词，即 tell（告诉）。在豪萨

语（Hausa）中有两个常用的言说动词“céè”和“fàdaa”，前者用于引入直接引语，后者用于非引

语宾语。也就是说，在汉语里“他说：‘两个词。’”和“他说了两个词。”都会使用动词“说”,但在

豪萨语里，前者需要用“céè”，后者需要用“fàdaa”，这一点也提醒我们言说动词后既可以是引语，

也可以是非引语宾语，需要区分对待。 

 

（ⅲ）引语与言说动词的宾语缺乏形态上的一致 

在一些言说动词与单数直接宾语存在形态一致性的语言中，言说动词和引语却不存在这样的特

征。Munro 举了卡维拉语（Cahuilla）的例子：当动词后接第三人称单数直接宾语时，都用前缀 pe-

标记动词，但“引语或 say 动词的其他宾语不会引发这种一致”。 

 

（ⅳ）将言说动词作为非及物动词处理 

在作格语言（ergative language）中，及物动词的主语和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标记或者动词一致是

不同的，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格标记为“通格”（absolutive），及物动词主语格标记通常为“作格”

（ergative）。在萨摩亚语（Samoan）中，言说动词的主语是无标记的，或者标记为“通格”，而非

“作格”，可见，它是把言说动词作为非及物动词来处理的。 

                                                      
9   英语语法界的传统观点在分析引语和言说动词关系时，通常使用“直接宾语（direct object）”这个术语。英欧语  

语法中的“宾语”（object）指的是及物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接受者。其中直接受到动作影响的名词或代词被 

称作“直接宾语（direct object）”(参照亀井孝 河野六郎 千野栄一（1996: 1304，1339））。这一术语大致对应于

汉语的“受事宾语”。 
10 Munro 原文使用的是“‘Say’Verbs”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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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对言说动词被动态（passivization）的限制 

除了我们上文讨论的汉语言说动词很难出现在被动句的例子以外，英语的直接引语也很难作为

被动句的主语出现，11如: 

 

（25）a.? * “Help!” was said. 

b.? *  It was said （to me）（by some）,“Your house is haunted.”      

 

（ⅵ）将引语处理为间接格（oblique） 

     Munro 还提到了具有“转换参照系统（switch-reference system）”语言中对引语的特殊处理方

法。该系统将主语与主句主语相同的从句和主语与主句主语不同的从句区分开来。例如，在尤曼

（Yuman）语系中，如果从句的主语和主句的主语相同，使用后缀-k 标记从句；如果从句的主语和

主语的主语不同，则使用后缀-m 来标记从句。然而无论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通常都使用后缀 

-k。 

 

（26）M-isay-k  ’-i’ ii-m. 

      you-fat-?? I-say-tns 

    ‘I say you’ re fat’, ‘I say, “You’ re fat”’. 

 

Munro 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是，-k 先语法化为主题标记，后发展为引语从句的标记。她认为无论如何， 

“这些分句的地位显然不是直接宾语成分”。 

 

（ⅶ）将引语处理为非句子成分（non-constituent） 

Munro 提到了皮马语（Pima），它对语序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即在第二个位置的辅助成分

（auxiliary element）12前只能有一个成分。重要的是，引语是唯一一个可以在辅助成分之前出现不

止一个成分的例子。Munro 认为，皮马语使用者似乎把引语当作不属于“句子或言说动词句”的构

成成分，言说动词不能是及物动词，因为如果是及物动词的话，引语就是直接宾语，则必须遵守位

于首位的限制。 

 

（ⅷ）引语和其他宾语从句的语序（Word Order）差异 

在 Munro 调查的语言中，完全不标记引语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这些语言中，这种句法选择通常

是“其他类型的宾语补足语所不可能具有的”。例如，在契卡索语（Chickasaw）中，引语从句可能

处于一个“框架式”结构－即，前面和后面都有一个“说”的转折形式中，而都没有其他动词的宾

语从句以这种“框架”结构出现。在尤曼语中，直接宾语从句可以出现在主语和高阶动词（higher 

verb）之间的中心嵌入位置（典型的直接宾语位置），然而引语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ⅸ）引语句法与其他非及物动词结构的相似性 

带有动词的引语结构在句法测试中的表现并不像及物动词结构,反而同许多非及物动词结构具有

相似性。Munro 提到的一个共性是英语倒装句测试的例子。 

 

                                                      
11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的语言对于引语被动态的出现显得更为“宽容”。比如日语： 

「助けて！」って彼に言われた。 
12  这些辅助成分表示主语的人称、数、语气、体等句子特征。(Munro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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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a.“What's up?” said/asked John. / John said/asked,“What's up?” 

b. The capital of New York is Albany. / Albany is the capital of New York. 

c. In front of the fire was/sat my brother. / My brother was/sat in front of the fire.  

d. Up came Mr. Hopkins. / Mr. Hopkins came up. 

                                                                    

能够接受倒装的简单句有：带有言说动词的直接引语句，跟系动词句（copular sentences），定位句

以及带有方向性副词的句子，而典型的及物动词句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倒装。显然，英语里的直接引

语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直接宾语。 

自 Munro（1982）之后，近年随着海外对引语现象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发现将言说动词视

作及物动词，把引语分析为受事宾语的做法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许多语言用来引入引语的成分

（即引语标记（quotative marker））13并不具有所谓的及物性，甚至于很多不含有[言说]义，甚至是

非动词词汇。比如根据 Güldemann（2008）对非洲语言所作的调查结果，以及 Buchstaller & Van 

Alphen（2012）对引语标记类型的总结，14可以引入直接引语的除了[+言说]义动词以外，还有“相

似（similarity） /近似 approximation）”、“等式（equation）”、“开始（inchoativity）”、“移动

（motion）”、“行为（action）”等语义的动词;最为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数量词（quantifiers)、指示词

（demonstrative deictic）等非动词类词汇来源的词也可以具有引语标记的功能。而且即便从数量上

来看，由言说动词来引入引语的情形很可能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15   

    我们通过对汉语的测试，发现同其他很多语言一样，汉语的言说动词和直接引语之间也不存在

句法上的支配关系，对于直接引语也不能像受事那样理解为动作行为过程的直接参与者，需要从结

构或构式（construction）的角度来思考引语及其介引成分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比如对于“老王

说：‘我爱你。’”这个句子，我们应该分析为：“老王说”作为一个整体引出后面的“‘我爱你’”这

个引语小句。这样分析也正好符合学界对于引语分析的一个通行方法，即：将引语句分为“引导句

（reporting/ introductory clause）”和“引语句（reported/quoted clause）”两个部分。16接下来我们

将使用“引导句”和“引语句”的说法继续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2.3 引导句和引语句句法依存的不对称性 
我们通过上节中的考察验证了汉语直接引语的引导句和引语句在句法上不存在支配关系，并从

类型学研究的成果中看到上述特征具有跨语言的共性，到这里，我们使用以往学者提出的“插入语”

来解释直接引语的句法地位似乎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引导句和引语句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此。

                                                      
13   如下文所提到的那样，可以引入直接引语的成分既包括语义相对具体的动词，也包括语义泛化的指示词等，它们

虽然都经历了一定的语法化，但程度有别，所以有些学者如 Güldemann（2001，2008 等）使用“quotative indexes” 

(引语索引词)来总称这类词；也有学者直接使用“quotative marker”这个术语（Hasund et al, 2012；Oshima 

&Sano2012 等）。 
14  Buchstaller & Van Alphen（2012：XIV）的归纳基于最近二十几年类型学文献（具体文献列表参见该书注（5））

中对不同地区且很多在类型学基因上没有渊源的语言中新出现的所谓“创新引语（ inovation quotation）”的研究结

果，该文还同 Güldemann（2001，2008）里提到的“旧”引语形式进行了比较，发现新旧引语标记的语义来源很多

都是重叠的，因此他们认为“虽然引语形式的突然增多似乎是一种新的发展，但这些创新形式的来源却肯定不是新

的。”（Buchstaller & Van Alphen（2012：XIX））。 

15 Güldemann（2008：372）对非洲 39 种语言中的引语结构进行的大规模研究表明：“在 QI［即 quotative indexes-

笔者注］中，用于常规非词汇功能的言语动词与其他词项的比例几乎是 1:5”。(“the overall picture is quite 

unequivocal for the sample: the ratio of speech verbs vs. other items regarding their recruitment for regular non -lexical 

function in QIs and beyond is almost 1:5.”) 
16   中文译语参照乐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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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二者的句法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如例（7）所示，引导句可以位于引语中间，即中断引语，

反之则不然，如下面这个例子。 

 

（28）*老王“我爱你”说。 

 

另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直接引语句可以脱离引导句而单独出现，但引导句在句法上依存于

引语句，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例句（23）。 

 

（23）a. *老王说。 

b.
 *大家都说。 

c. “我爱你。”  

d. “我们都爱吃你包的饺子。” 

 

总之，汉语的引导句在句法上不能独立成句，而引语句却可以。那么具有分裂性的引导句和引用句

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又因为什么存在不对称的依存关系呢？以现有的观点较难提出合理的解释。我

们在这里将参考 Vandelanotte（2009a，2009b，2012）的分析思路尝试从认知语义学中的“概念依

存”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Langacker（1987：277-278）认为两个组成表达式只有具有某些共同的子结构才能整合成一个

复合结构，所以这种整合以组成结构中子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s）为基础。比如，

在[UNDER-THE-TABLE]这个结构中，[UNDER]勾画的是两个抽象事物（即射体 tr 和界标 lm）之

间的空间关系，[THE-TABLE]勾画的是一个具体事物―（特定的）桌子，这两个组成结构的复合通

过[UNDER]的界标和[THE-TABLE]的侧面之间的对应关系得以实现，其中[UNDER]的子结构—界

标（lm）是图示化的凸显子结构（salient substructure），[THE-TABLE]是对该子结构的阐释。

Langacker（1987：304）将图式化的凸显子结构称为“阐述位（elaboration site，简称为 e-site）”。 

通常情况下，被整合在一起的组成结构间会表现出“严重的不对称”（Langacker 1987：300）。

这种不对称可以用“概念依存性”17来说明，即其中一个组成结构 D 依存于另一个结构 A，因为 A 

是对 D 中一个凸显子结构的阐述（Langacker 1987：300）。根据上面的叙述，可以确定在[UNDER-

THE-TABLE]中，[UNDER]在概念上是依存的（D）；而[THE-TABLE]则是概念自主的（A）。18 

对于一个复合结构而言，仅仅确定概念依存/自主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不足以区分一些相对应的

语法概念，比如“中心语-补足语（head-complement）”关系和“中心语-修饰语（head-modifier）”

关系，这里还需要确定“中心语”。Langacker（1987:289）从侧面决定体（profile determinant）的

角度对“中心语”进行了定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复合结构只需继承其一个组件的侧面即可。其侧面被继承的组件结构将被称

为结构的侧面决定体。 

 

                                                      
17 Langacker（1987）所提出的“依存”概念不同于之前“依存语法（dependency grammar）”中的“依存”概念，

为了区分二者，Langacker 使用“dependence”这个术语区别于以往的“dependency”，他明确提出二者在很大程度

上背道而驰，比如，依据“依存语法”的观点，名词论元（nominal arguments）被认为依存于动词或形容词等关系

谓词（relational predication），而依据 Langacker 的概念依存观点，这些关系谓词在概念上是依存于名词论元的（参

见 Langacker1987：306）。 

18  概念依存和自主是相对的，被确认为“概念自主”的组成结构也并不排除它在某
‧

种
‧

程
‧

度
‧

上依赖于“概念依存”的 

组成结构（参照 Langacker198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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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UNDER-THE-TABLE]这个结构来说，整体陈述的是一个空间关系，因而[UNDER]在该结

构式中是侧面决定体。这样[UNDER]就是“中心语”。那么[THE-TABLE]是“补足语”还是“修饰

语”呢？Langacker（1987：309）认为当概念依存结构（即 D）是侧面决定体时，概念自主结构

（即 A）就是概念依存结构的补足语。[UNDER]既是中心语也是 D，因此[THE-TABLE]（A）为补

足语，而非修饰语。 

Vandelanotte（2009a，2009b，2012）根据上述有关概念依存的分析，建议将整个引语句式

（引导句+引用句）概念化为一个依存结构，它有一个“阐述位(elaboration-site)”，这个阐述位需要

引语句来完成精细化，也就是说，一个引语句式包括了一个概念上具有依存性的引导句和一个概念

上自主的引语句组成，引导句需要引用句来完成语义，反之则不然。引导句是所谓的中心语（head），

而引语句则是概念上的补足语（complement）。我们可以参照 Vandelanotte（2009a，2009b，2012）

的做法，将“老王说：‘我爱你’。”这个直接引语结构图示化如下： 

 

 

 

 

                                  图 1 直接引语的概念依存结构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补足语（complement）不同于汉语的“补语”概念。我们在这里对二

者进行简要说明。根据沈家煊（2010）、邵菁等（2011）的总结：印欧语的 complement 的定义有狭

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 complement 只指接在系动词后对主语或宾语进行补充说明的成分；广义的指

包括谓语中除动词之外的所有必需成分。Complement 与 modifier（修饰语）的不同在于：修饰语对

于中心语来说在句法上可有可无，而 complement 对于中心语而言是强制性的。另一方面，现代汉语

的“补语”指的是动词（或形容词）后除宾语外的其他所有成分。可见，汉语的“补语”同

complement 的外延不同。对于汉语“补语”这个概念应该如何定义，笔者暂无能力进行深入探讨，

但仅就引语可出现的句法位置来说，很难将其分类到现有的“补语”范畴之下。看一下下面这些例

子。 

 

（29）他像个“丧家犬”。 

（30）他跟个“丧家犬”一样灰溜溜地走了。 

（31）他哭得像个“丧家犬”。 

（32）“丧家犬”就是他。 

（33）我不理他，他还来劲儿了？“丧家犬”！ 

 

其中“丧家犬”是“喻体”，可以看作是说话人对他人（包括语言社团）思维内容的引用，因此属于

“引语”，但按照目前汉语学界的观点，（29）中的“丧家犬”通常被分析为系动词“像”的宾语，

（30）“丧家犬”作为引语句连同引导句“跟个……一样”一起作状语，（31）“丧家犬”作为引语句

连同引导句“像个”一起作样态补语，（32）“丧家犬”在“零引导句”的情况下作主题，（33）“丧

家犬”在“零引导句”的情况下在句中充当插入语。 

    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引语不仅可以位于动词之后，还能占据其他句法位置，这与汉语传统语法 

中的“补语”定义是不符的，19而英语中广义的 complement（补足语）概念只涉及语义关系，所以 

                                                      
19 依据邵菁等（2011）对现代汉语语法理论中“补语”的内涵和外延演变的回顾，黎锦熙（1924）最早使用“补足 

语”这个术语时，其概念与英语的 complement 是一致的，自赵元任（1968）之后将系动词后面的补足语（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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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适合用来概括汉语引语的句法特点。 

事实上，汉语引语结构并不只采用单一的句法类型来编码，这一特征同样也具有跨语言的共性

（Buchstraller2004; Clark and Gerrig1990; Collins2001, Spronck2012 等），这提醒我们在研究汉语

引语现象的时候，不应该依据句法参数来定义引语，而应该从话语功能和语义、语用特征的角度来

进行研究。 

 

3. 对间接引语（indirect quotation）的分析 
相对于直接引语，以往关于言说动词后接间接引语句式的分析显得较为“薄弱”，大多相关论述

都把它视为二价言说动词的“受事宾语”或三价言说动词后面的“直接宾语”。如袁毓林（1998：

191）把下面两句中的主动词“劝”，“骂”归为二价动词，其关联的两个从属成份-即配价为“施事”

和“受事”，其中的“他早点休息”和“我不思上进”是受事。 

 

（34）你劝他早点休息吧。（袁毓林 1998：191） 

（35）我爸老骂我不思上进。（同上） 

 

另，袁文还把下面“表示称号”的三价动词后接的间接引语“大爷”，“大笨蛋”，“活雷锋”也分析

为受事。 

 

（36）胖胖叫我大爷。（袁毓林 1998：292） 

（37）爸爸骂弟弟（是）大笨蛋。 

（38）大家夸他（为）活雷锋。 

 

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历时研究中。比如，汪维辉（2003）把虽然没有使用“间接引语”这个词，

但在他的例句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并且都被分析为言说动词20的直接宾语。 

 

（39）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诗经·召南 行露》/汪维辉 2003） 

 

另，杜道流（2005）认为下句中的 “相国何为”为间接引语，充当受事宾语。 

 

（40）汉十二年，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史记·萧相国世家》/杜道流 2005) 

   

上述处理没有受到质疑，很可能跟“间接引语”的句法特征有着极大的关联。首先，间接引语并不

像直接引语那样比较直观，容易分辨，比如对于直接引语，现代汉语中会使用标点符号（：“”）来

表示，古代汉语或许可以根据一些指示语或句末语气词（“焉”，“乎”，“邪”，“矣”等）来进行判

断,21而间接引语句跟引导句中的谓语动词看起来更像“动作-受事”的关系，所以更难察觉到间接

引语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间接引语同直接引语一样很难视作受事宾语，比如间接引语句也很难转换

为被动句、“把”字句。 

                                                      

像我”）处理成宾语，将动词后除宾语外的其他所有成分均处理为补语，现在许多汉语语言研究者使用 complement 

来翻译“补语”，造成了一定混乱。另外依据句法分布一刀切地把动词后除宾语外的所有成分都处理为“补语”的做

法是否合适，学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参见金立鑫 2009，沈家煊 2010）。 
20   汪文中用的是“说类词”这个词。 
21   实际上依据这些成分来判断古汉语的直接引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指示语中的第二人称在古汉语中受到礼貌原 

则的作用，无论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都可以使用“子，先生”等名词性称谓（董秀芳 2008），句末语气词中哪  

些只能用于直接引语，哪些又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都能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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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爸爸骂弟弟（是）大笨蛋。 

（37）’a. *大笨蛋被爸爸骂弟弟。 

b. *爸爸把大笨蛋骂弟弟。 

 

但是典型的双宾语句的受事宾语（即相关研究中所说的“直接宾语”）在“有定”的前提下可以进行

这种转换。 

 

（41）a. 他给了我妹妹他最喜欢的衣服。 

b. 他最喜欢的衣服被他给了我妹妹。 

c. 他把他最喜欢的衣服给了我妹妹。 

 

同时，间接引语句和引导句在句法依存关系上也存在不对称性。 

 

（35）我爸老骂我不思上进。（袁毓林 1998：191） 

（35）’a.
  *我爸老骂。 

     b.  ?我不思上进。 

 

例（35）中“我不思上进”是谓语动词“我爸老骂”这个引导句介引的间接引语句，引导句需要出

现引语句对其进行语义阐述（或补充），所以（35）’a 不成立；但是引语句在引导句不出现的情况下

虽然语义有所不同，但句法上是成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整个间接引语结构来说，引导句和引语

句之间也存在依存不对称的特点。我们同样可以图式化这种关系，即：间接引语句是引导句的补足

语，是对整个引导句的阐述细化。 

 

 

 

 

 

 

图 2  间接引语的概念依存结构 

 

当然，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在句法特征上也存在不同。下一节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 

 

3.1. 间接引语对句子类型的限制 

    据笔者所见，望月(1976)是最早对现代汉语直接引语间接化（即转换为“间接引语”-笔者注）

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他指出汉语同日语，英语一样，直接引语对基本句类几乎没有限制，它

可以是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命令句，甚至是句法有误的句子或外语；相比之下而间接引语则

受到很多限制。如下面几例（例（42）-（47）引自望月 1976）。 

［陈述句］ 

（42）a. 他说：“好。” 

 b. 他答应了。 

 

[疑问句] 

（43）a. 他说：“你有字典吗？” 

      b. 他问我有没有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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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句] 

（44）a. 他说：“你们这一对儿够多么漂亮啊!” 

b. 他说我们这一对儿真够漂亮。 

 

[命令句] 

（45）a. 他说：“把他们带走！” 

b. 他说，叫我把他们带走。 

 

［病句或外语］ 

（46）他说：“你们都去不去？”（此处“你们都去不去”要改成“你们都去吗？”-望月注） 

（47）他说：“Sayoonal!” 

 

上例（42）-（45）各句中的 a 为直接引语句，b 为间接引语句，通过比较我们很容易看出间接引语

句跟直接引语句相比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间接引语句不能添加语气助词“吧，吗，嘛，啊”，要进

行指示语（deixis）的转换，甚至于需要改变句子结构，还有像例（46）（47）这样无法转换成间接

引语的句子（详细分析请参见望月 1976）。 

 

3.2. 间接引语的引导句的句法位置相对固定且通常需要存在 

如上文所述，直接引语句的引导句可以位于引语句的前面，中间以及后面，但间接引语句的引

导句通常要位于引语句的前面。我们用袁毓林（1998：191）中的例子来作个测试： 

 

（48）a. 他说我们这一对儿真够漂亮。（袁毓林 1998：191） 

      b. 
 ?我们这一对儿真够漂亮，他说。 

 

上例（48b）当引导句位于句末时，一般会解读为直接引语，而非间接引语。 

此外，只要有足够的上下文语境线索，直接引语可以在没有明确的引导句的情况下出现，而对

于间接引语而言，对引导句出现的要求则很高。 

 

（49）我上星期碰到大学同学。“你最近混得怎么样？你咋不跟我联系呢？”他对我表现得很热情。 

（50）??我上星期碰到大学同学。我最近混得怎么样，我咋不跟他联系，他对我表现得很热情。 

 

例（49）虽然没有明显的引导句，但不妨碍我们根据上下文推断划线部分是直接引语，但是例（50）

划线部分由于发生了人称指示语的转换（“我”，“他”），通常来说应该被解读为间接引语，但因为没

有引导句的介引而显得不自然。 

总之，无论是直接引语结构还是间接引语结构，引导句和引语句之间的依存关系都具有不对称

性（即引导句依存于引语句，而引语句具有自主性），但是相比之下，前者的引语句的自主性更强，

而后者的引语句的自主性相对较弱，更需要引导句出现在话语中。正如 Langacker（1987：310）分

析的那样：概念依存在本质上是一个程度（degree）问题，因为概念依存理论的核心概念―显著性

（salience）和阐述（elaboration）在本质上是标量（scalar）的。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尽管间接引语跟直接引语相比自主程度要低，但就其与引导句间的概

念不对称关系而言，间接引语仍然是自主小句，只要给够足够的语境支持，间接引语也可以脱离引

导句的句法支配，如： 

 

（51）A：老师昨天把你叫到办公室，跟你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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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让我明天早点儿来学校。 

   

上面的 B 句在这个语境下可理解为脱离了引导句“老师说”的间接引语。 22 

    以上，我们从认知语义学视角度对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做了统一的分析，将二者纳入

“complement（补足语）”这一语义概念（而非句法概念）的范畴下，在此范畴中，直接引语和间接

引语处于连续统的两端，且两种引语虽然都具有自主性，但存在程度差别：直接引语自主性程度高

于间接引语。 

 

4. 结语与余论 

本文对汉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不同于受事宾语的句法特征做了整理，指出以往研究中将引语

视为言说动词受事宾语这一观点的问题所在，并进一步考察了引语结构内部成分-引导句和引语句之

间的句法不对称性现象，尝试从认知语义学角度做出了解释。 

确认引语不同于受事宾语这一事实，同时也为我们思考一些认证义动词（或称作“意象动词”）

和引语（通常是间接引语）之间的关系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比如在讨论与后接小句句融合度/结合

度问题的时候，认证义动词（“保”“恭喜”“同意”等）普遍低于其他行为动词，如“用”“替”“跟”

（孙朝奋等 2005）23，其原因可能跟这些认证义动词后的小句是间接引语，24与这些动词之间的句法

支配关系相对于行为动词与其受事宾语的句法支配关系比较松散的原因所致。 

此外，把引语视为补足语，而不是受事宾语，还可以避免将言说动词赋予及物性的错误分析，

促使我们把关注的焦点由介引引语的言语动词本身的语义转到引语结构中引导句和引语句间的关系

上。本文最后谈及一下上述结论可能对历时研究提供的启示。 

诸多学者已从历时角度证实言说动词可以语法化为“标句词”，“条件连词”，“句尾语气助词”，

“话题标记”和“言据标记”等（参见谷峰 2007，方梅 2006，刘丹青 2006，随利芳 2007，张赪，

崔越 2017 等），如果我们从引语结构的特点出发，认识到由言说动词构成的引导句和其后的小句―

引语句（包括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等）之间的语义关系并不是典型的“动作-受事”的关系，引语句

的语义功能在于对引导句进行阐释说明的话，也许可以对以上语法化现象进行统一的解释―即这些

成分都不是句子的主要成分，使用这些结构的目的是在主要句子中插入附加信息，从而使语句更加

详细或清晰。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以往研究由于把引语视作言说动词的受事，默认言说动词具有

及物性，那么在探讨其语法化途径时，就需要解释言说动词的及物性是如何虚化的，比如方梅

（2006）认为言说动词在向标句词语法化过程经历了“准标句词”这个中间阶段（即“说”与认识

义，静态动词或系动词连用的情况），此时“说”是一个附属成分；但同时她也承认存在下面这样

“说”既不依附于前面动词，也不依附于后面小句的例子。 

                                                      
22 我们文中已经说过，间接引语句在句法和语义上要更加依存于引导句，所以如果没有语境支持的话，（51）B 句 

就会和例（48）’b 一样通常不被解读为间接引语。 
23 孙朝奋等（2005）借鉴了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现代汉语“连动式”（包括传统的兼语句和连谓句）进行了分

析，排列出“句子融合度连续统”，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语言事实的，但对于其中个别句子的融合度高低排列上似乎

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救我上船”被列到比“他保我赢”和“我以为他喝酒”融合度更低的位置上，但

按照其文中所采用的测试方法:第二个动词小句真值条件是否可以取消来测试的话，“*?他救我上船，我没上”，“他

保我赢，我没赢。”，“我以为他喝酒，他没喝。”，这个结果显示“以为”“保”对于后项动词的控制度要低于“救”,

所以似乎应该排在其下。 
24 根据 Buchstaller（2014：43）的定义，引语结构至少包含一个引用的信息和表明这个信息的来源（一般为不同于 

t0 时间点说话者的说话者）。比如，当我们说出“他保我赢”这句话时，我们作为 t0 时间点的说话者间接引用了“他”

在更早的时间点 t-1 时所说过的话－即“我保你赢”之类的话。此外，Buchstaller（2014）也认为：“引语可以是自

我引用，说话者可以引用自己最初在 t-1 时所说的话或持有的思想，然后在 t0 时进行报告。”比如：“我以为他喝酒。”

这个句子就可以视作说话者在 t0 时引用自己在 t-1 时所说的话或想法，即自我引用。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17Hq-Wcoi-jUPyobIoC_L2Q5Yfa7QEcKAwlXDdhNY4xNaWvF4SZVyrqdTTp-YWK998DOqVWPlJ5nTsxtvdOIrzOtM4SlPNAMPh0brw5jX8m4of9OX-FZiWHxoR2zn6YQvk7N9cEnWQ3xHHOcDfZIFGeegU3Qt8KcOt1o3910oIUDWQ04bxybEvIGehepV3g&wd=&eqid=c982359a0001040d00000006655c9bf6


 

 

 

81 

（52）“我听说书面协议还有这样一条，说，吴士宏到本公司工作，不得再像在微软工作那样，写出

一本类似于《逆风飞扬》的书。”（方梅 2006） 

 

那么“说”到底是不是一个附属成分？到底需不需要要经历与认识义等动词连用的阶段？对于这个

问题恐怕较难解释。如果我们赞同 Spronk（2012）等研究的观点：“引语结构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句法

和语义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特定的意义趋向于语法化”，把方文中所设置的“准标句词”阶段改为

“间接引语结构”阶段的话，也许就可以回避这个矛盾。即：这些具有引用功能的言说动词在进入

“间接引语结构”（或语境）时，就具备了进一步语法化的条件，而所谓的“认识义，静态动词或系

动词”也只是构建“间接引语结构”的一些要素，但并不是必要要素。 

   总之，近年来，虽然汉语学界对于引语结构的研究有了一定深入，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尤

其是还没有跟言说动词研究进行较好的结合，我们期待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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